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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庄子把道德解释成自然而然的东西，并由此出发希望从根源上去除人类之恶，重

建道德基础。道德问题的产生，原因往往是由于对道德的执著、道德的外在功利性和目的性

以及由儒家所倡导的不恰当的道德教育方式。从这样的归因分析出发，得出解决人的道德堕

落问题的策略，根本的一条就是去除破坏人的自然本性的各种欲望、道德知识以及道德规范。 

关键词：庄子；道德问题；归因；分析 

 

庄子把道德看作是人的自然本性，道德本身是自足的，因此不存在不足的问题，而只有

过度或者多余的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不是道德与缺德的矛盾，而是道德与“德荡”的矛

盾。根据对道德问题的这种认识，庄子把不道德的存在、不道德问题的产生都归结为“多于”

或者“超过”了人的自然本性而带来的问题。 

 

一、执著于道德导致对道德的破坏 

 

什么样的人才算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呢？庄子理想中的有道德的人至少具备这样四个方

面的品德：一是忘怀于物；二是淡情寡欲；三是不计生死，随物而变，应时而行；四是顺应

自然。庄子所说的“德是指得于道，体现大道精神之谓，它不同于儒家所讲的限于特定的人

伦关系的行为规范，而是由人际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人置于广大的宇宙自然之中，

以体现宇宙人生的根源性、整体性和规律性。能够认识宇宙的规律性、无限性以及人与自然

之间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性的人，就是有德之人。”[1] 

违背了或者改变了人的自然本性，就是不道德的，但是很多时候不道德的产生，往往是

出于道德本身的原因。庄子把这种现象称为“德荡”，强调道德是有范围的（这个范围就是

自然本性），超过了这个范围，就叫德荡。德荡的问题就是“多”、“超过”的问题。 

（一）追求道德高标导致德荡的问题 

儒家主张见贤思齐，教育人向圣贤学习，强调做善人就要出名，要成“圣贤之名”，成

为普通人学习的榜样。这实际上是一种道德高标。庄子推崇的有德之人则完全不为名所动： 

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不受。又让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为天子，犹之

可也。虽然，我适有幽忧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让王》） 

天子之名、圣贤之名他是根本不看在眼里的。 

反过来说，一般人的道德修养，为什么不能守住自己的本分而出现德荡的问题呢？因为



受虚荣心、名利心的影响。为了达至道德高标，求取名利，可以不择手段去做。 

所存于己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荡而知之所为出乎哉？

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札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 

（《人间世》） 

在庄子看来，当一个人把自己置于道德模范、圣人之类的道德高标之下，以自己的德行和知

识去感化别人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自己看成善的象征，同时把别人看成是恶的代表，并借

由自己的善来突显别人的恶，用别人的恶来显示自己的善，进而成就自己的圣贤之名。不是

说德行和知识不是好事，而是说为了达到道德高标、求圣贤之名而求德行的话，道德行为和

道德知识就变成了坏事，就走向了道德的反面。人为了名利做出超出自然本性的事情，彰显

自己的善行和关于道德的知识就是一种过度的表现，善行和道德知识本身没有问题，但是表

现出来，被名利所用，就不是道德的了。 

（二）对规范的执著导致德荡的问题 

儒家把道德的规范看得很重要，强调“择善而固执之”，坚持自己的道德标准，严格要

求别人按照道德规范来做。这也是德荡的一种表现。 

庄子批评对规范的执著意在强调道德是不能勉强的，任何人都不能强迫别人去做道德的

事。 

且德厚信矼，未达人气；名闻不争，未达人心。而强以仁义绳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

是以人恶有其美也，命之曰灾人。灾人者，人必反灾之。若殆为人灾夫。（《人间世》） 

即使是一个德性淳厚、同时也不是出于与人争夺名利的目的去教育人的有德之人，由于别人

并不了解他，他如果强行用伦理规范的言论在别人面前夸耀，别人也会以为他是在有意揭露

自己的过错来显示他的美德，而认为他是在害人。这样的人就叫“灾人”。害别人的人，别

人一定反过来害他。虽然是出于道德的原因，但别人并不知道，这样就由道德的教化引发了

别人不道德行为的产生。 

在《大宗师》篇庄子刻画了一个总想教育别人的颜回的形象，他一直在找更高明的、更

有效的教育策略，这本身好像没有什么错误。但问题是他一直想“有”他自己的策略，这就

是有心而为，总想把自己心里的执著变成最高的价值标准与最后的指导原则加之于他人的身

上，一直认为自己的心中可以想出一个教育别人的办法。这总是一个“有”的层次，完全是

对道德规范的执著、固执，所以是“德厚信矼，未达人气”，把道德规范看得很重，又不知

变通，固执于自己的道德主张。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剋核太至，则必有不肖之心应之而

不知其然也。”（《人间世》）必然会导致对方产生不善的念头。 

（三）对道德的刻意追求导致德荡的问题 

现实世界中的行为方式，核心是追求个人目标，个人目标形形色色，庄子皆称为“物”

（物包括功业名声），而追逐外物是为了此物对我有用，归根结底是为了一己私心。如果这

种行为方式不从根本上加以改变，那么以修炼或沉思或诸如此类的方式来追求道德都是不可



行的。因为刻意追求道德这种行为本身就包含了自私。追求道德表面上看似不同于追求功名

利禄，但实质仍是为了个人可以得到某种非同寻常的回报，是把“道德”理解成了世上尤物，

对之产生了攀缘之心。 

《知北游》篇中，庄子清楚地解说了对道不可刻意追求的原因。舜问道能否为己所有， 

就是典型的世俗求道者的心态，是把道看作一件好东西然后问这好东西能否对自己有用。丞

（代表庄子的观点）的回答是：你自己也不是你所有，怎么能够拥有道？这是对世俗自私心

态的釜底抽薪的回答。道德与非道德的区别，根本就在于是否怀占有之心。如果怀着占有之

心，即使追求目标是道德或者其他高尚之物，最后仍不能脱离隐蔽的自私意识。所以丞的回

答直指“汝身非汝有”，一种彻底的非占有心态。连自己的生命也不得以占有物视之，怎么

还能以占有的心情去占有道德呢？只有在这种非占有的心态中，道德才得以呈现。 

同样是在《知北游》中，庄子强调了占有和非占有的区别，“予能有无矣，而未能无无

也”。能够有“无”就是把“无”当作一种有意追求的境界，“无”在这里仍然是被占有物。

当一种高明境界成为身份标志和可炫耀的东西时，它就只是被占有物。只有不把“无”视为

一种高明境界，只当作自然平常事时，才算是“无无”，才真正达到了道德的境界。 

人的欲望弥漫在人间社会，无处不见，不仅表现于贪欲、嫉妒这样的大恶，也表现于优

秀人物的自我炫耀。表面上看，这种自我炫耀是一种微不足道的恶，但是优秀人物的自我炫

耀，却正是反映了人性自私的深度与顽固程度。在人类的德行中，优秀德行当然是可贵的，

可是如果连这种德行也成为自我炫耀的手段，人类道德还从哪里找到立足之地？同时这种自

我炫耀的德行也隐含着对施予对象的不尊重。所以，庄子认为圣贤以德行自炫是最大的不道

德，他把有心为德并自我欣赏、沾沾自喜，列为凶德之首。“凶德有五，中德为首。何谓中

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吡其所不为者也。”（《列御寇》）他提倡“与而不求其报”的朴

实无我，认为“施于人而不忘”不是真正的施恩，“施于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贾不齿。”

（《列御寇》）希望把美德善行归于自然平凡的心境，其意正是在新的人与世界交往关系中重

建道德的立足之地。 

 

二、道德行为的功利性和目的性对道德的影响 

（一）儒家推行仁义道德包含的功利性目的 

儒家前驱之一的周公在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为作为君主，必须“严恭寅畏”，

“保惠于庶民”，也就是说要谨慎治国，施行仁政，这样做的好处，不仅可以使国家长治久

安，而且还能使自己健康长寿。可以看出，周公推行仁义，目的不是道德，而是道德以外的

其他目的，道德在这里只不过是一种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孔子提倡仁，其目的也是为了赢

得天下的归，“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施行仁义可以得到丰厚的回报

——天下之利，“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义者，天下之制也；报者，天下之利也。”孟

子提倡仁，目的也是为了能于天下称王，“保民而忘，莫之能御也。”在儒家那里，仁已经成



为一种换取利益的条件，是一种带有商业性质的交换行为。儒家的仁义主张客观上的确能为

百姓带来实际的好处，而且对待自私的统治者也只能利用利害关系去劝说他们推行仁政，但

这完全是政治行为，而不是道德。 

庄子批评那些圣人贤士提倡仁义的目的皆是为了从仁义中获得好处。他们从提倡仁义中

获得了好处，牺牲的是人类的道德。庄子在《盗跖》篇论及“孔子”劝导盗跖的一个基本观

点就是：遵从仁义，可以富贵。 

丘闻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长大，美好无双，少长贵贱见而皆说之，此上德也；

知维天地，能辩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众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

足以南面称孤矣。今将军兼此三者，身长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齿如齐贝，

音中黄钟，而名曰盗跖，丘窃为将军耻不取焉。（《盗跖》） 

虽然“孔子”没有直接说出行仁可以富贵，但是转了一个大圈最后的落脚点就是如此。“孔

子”把盗跖自身具有的壮美、聪明、勇猛等优点列出来，说是只要具备其中之一就可以南面

称王。按照“孔子”的逻辑推论，盗跖三种美德具备而没有成王，究其原因在于做了强盗而

背离了仁义，因此要想由盗变王，根本的途径就是放弃强盗的行为而回归于仁义之途。由此

可见，在“孔子”看来，仁义是为王的前提，仁义是富贵的依据。在孔子这里，仁义道德被

置于一种交换物的地位，只是一种获取功名富贵的手段。 

儒家建立在“亲亲”基础上的推恩法（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庄

子看来也是一种着眼于功利的观点，真正的仁是没有偏私的，对所有人、所有物都一视同仁，

最主要的不是为了某种功利。庄子主张“至仁无亲”（《天运》），如果“亲亲”也是一种仁的

话，那么连虎狼也是仁的，因为它们也懂得父子相亲。而真正的仁不仅爱亲人，也爱别人；

不仅爱别人，也爱万物，即至仁无亲。儒家在劝告人们行仁的时候，总要指明行仁带来的好

处，把人的注意力引向某些好处，而不是仁义道德本身。当庄子说“大仁不仁”、“至仁无亲”

的时候，是说真正的有德之人在做仁义之事时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的，行仁义是一种纯道德

行为。 

庄子“大仁不仁”的道德主张来自于其对大道的理解。庄子认为，天道调和世间万物却

不是有心行义，照顾到世间万物但不是有心行仁。万物都是他造出来的，他也没有觉得自己

是了不起的仁义，千秋万代都靠他，他也没觉得自己仁不仁，天地万物都是他造的，他也没

觉得自己技术高明。“赍万物而不为戾；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寿；覆载天地、

刻雕众形而不为巧。”（《天道》）受道的启示，真正的仁义道德也不应该有其他目的。 

儒家的“克己复礼为仁”，是要克制自己的欲望，严格按照礼制行事，这是一件相当辛

苦的事，需要时时提醒自己、约束自己，故儒家需要“吾日三省吾身”。庄子对此大不以为

然，认为勉强自己去行仁，这种事本身就算不上什么真正的仁义行为，因为当你勉强自己去

行仁义之事的时候，这种仁义只是作为一种“目的”，还属于外在的东西，并未同你融为一

体。庄子要求把“爱人”由有意识的、辛苦的行为变为自然而然的无意识的行为，自己行为



端正，施爱于人，但是自己却丝毫也意识不到这一点，更不会认为自己真的做了什么好事。

“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

不以为赐。”（《天地》）至仁至义之人在行仁行义的时候就好像呼吸空气而不知不觉一样，完

全是一种无目的的、下意识的行动。这种无目的的行仁，比儒家的“克己复礼”需要意志努

力的道德修炼更加容易实践。 

（二）道德行为的功利性目的导致的失德问题 

庄子在《盗跖》篇借盗跖之口论证了儒家仁义礼教的欺骗本质。 

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辩，以教后世。缝衣浅带，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

主，而欲求富贵焉。盗莫大于子，天下何故不谓子为盗丘，而乃谓我为盗跖？ （《盗跖》） 

盗跖的主要观点是：自己只是按照人的自然本性、内在真情行事而已，不是强盗。如果说非

要分辨谁是强盗的话，那恰恰是倡导仁义礼教之行的孔丘。因为孔丘规劝人们将自己的本性、

真情掩盖起来，拿出一副假面具给人看，以此沽名钓誉，骗取富贵。以为按照他的规劝去做，

不但可以骗得富贵，而且可以窃得名誉。由此可见，孔丘是窃取天下富贵、窃取天下名誉的

教唆犯，是货真价实的大盗贼。只不过俗人受他花言巧语的迷惑，不能看出他的真面目，所

以才颠倒了是非，不称他为盗丘，反而称自己为盗跖。庄子之所以要用一个强盗的形象来展

示自己的观点，不是他赞成杀人越货的强盗，而是用一种极端的手法来揭示仁义礼教的虚伪

性。 

庄子进一步论证以功利性为目的行仁义的弊端，上从尧舜、大禹、商汤、文武说起，下

到比干、子胥、尾生、子推为止，凡是按照仁义礼教行事的，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由此推

论，仁义礼教不但没有用处，反而是有害于人生，有悖于人性，遗祸于百姓，造乱于人世。 

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不慈，舜

不孝，禹偏枯，汤放其主，武王伐纣，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论之皆

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谓贤士：伯夷、叔齐。伯夷、叔齐

辞孤竹之君，而饿死于首阳之山，骨肉不葬。鲍焦饰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谏而不

听，负石自投于河，为鱼鳖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

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

子者，无异于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离名轻死，不念本养寿命者也。世之所谓忠臣

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谓忠臣也，然卒为天

下笑。自上观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贵也。（《盗跖》） 

庄子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自然展示自己的情欲，自然度过自己的天年，这是人生的自然

正道。而仁义礼教却矫人真情，伤人本性，损人天年，都是一些狂言乱语。庄子并不反对真

正的仁义、自然的仁义，他认为真正的仁义是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实意，是人与人之间的自然

亲情。这样的情义用不着人为去渲染，它在人与人之间自然而然地存在着；人为去渲染的仁

义，人为追求的仁义，只不过是一种虚名，是一种求取荣华富贵的阶梯，代表着个人的私欲。



而一旦染上了这种东西，人也就变得虚伪起来，做一些表面上利人利众的文章，实际上是为

了达到极为自私的目的。 

儒家将行仁行义、兼取天下的人称为圣人。而庄子认为，这样的圣人是没有的，所有的

只不过是一个虚名。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仁义本来就不能有意去行，一旦有意去行，那就

是把仁义之名当成了追求的目的；把仁义之名当成了追求的目的，就会把人们引向追求私利

的道路。儒家提倡仁义，以行仁行义的圣人为榜样，最后的结果恰恰是造出无数的盗跖来而

且这种名利双窃的盗跖要比只窃财货的盗跖更可怕。 

庄子以当时的社会现实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

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

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

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故逐于大盗，揭诸侯，窃仁义并斗斛权衡符玺之利者，虽

有轩冕之赏弗能劝，斧钺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盗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圣人之过也。（《胠

箧》） 

他认为通过圣人的典范作用来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的想法，实际上却为盗跖式的人物创造了

便利条件。结果出现了一种奇异的社会现象：为了防止奸商的欺诈，你制造了斗斛用来量米，

可是奸商却连斗斛一起盗窃而去；为了防止奸商的欺诈，你制造了权衡用来称物，可是奸商

却连权衡一起盗窃而去；为了防止坏人的欺诈，你制造了印章用作信物，可是坏人却连印章

一起盗窃而去；为了防止人们的邪行，你制定了仁义用来矫正人性，可是人们却连仁义一起

盗窃而去。怎么知道是这样呢？看看社会现象就知道了：那些盗窃珠宝的被杀了，可那些盗

窃国家的却做了诸侯；进了诸侯的家门，就享有仁义的名声。这不就是盗窃仁义和圣智的证

明吗？正因为这样，所以那些追随大盗，想做诸侯而连同仁义、斗斛、权衡一并盗取的人，

用高官厚禄的奖赏也劝阻不了，用斧钺重刑的威严也禁止不了。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都是

圣人宣教仁义的罪过。根本的是有目的行仁所带来的问题。也正因为这一点，庄子才说儒家

的道德教育只是有利于一时，却给万世带来了祸患。 

 

三、道德教育方法导致的道德问题 

 

庄子认为人心是不断变化的，变化的原因很多，一方面变化是一种正常反应，是自然而

然的变化；另一方面是来自于外物的诱惑，这些诱惑有来自物欲的、名利的等等，还有一个

方面，就是来自于道德教育本身，庄子认为儒家道德教育的过程正是一个撄乱人心的过程，

它许以重利的道德教育方式（行仁义可以获取诸多利益），对人心形成了一种诱惑，破坏了

人的自然本性，导致了不道德问题的产生。 

（一）仁义礼乐等教育活动是对人心的诱惑 



庄子认为人心不仅变化快而且难以真正了解，可能一生都无法真正了解一个人。 

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天犹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                

而益，有长若不肖，有慎狷而达，有坚而缦，有缓而悍。故其就义若渴者，其去义若热。

（《列御寇》） 

庄子在这里极言人心难知以及变化之快。人心比险要的山川还要难以看清，了解人的内心思

想比了解大自然还难。所以有的人追求正义时犹如渴者思水一样，而抛却正义时又像逃避火

灾一般，进得快退得也快。人心还有一个特点是：不愿居于低下的位置，都希望向上爬，为

了势位的上下高低而费尽心机，它永远只对利益的诱惑感兴趣。 

人心排下而进上，上下囚杀，淖约柔乎刚强，廉刿雕琢，其热焦火，其寒凝冰，其

疾俯仰之间而再抚四海之外。其居也，渊而静；其动也，县而天。偾骄而不可系者，其

唯人心乎! （《在宥》） 

儒家的圣人把道德教化奠基于利益的操纵之上，试图通过让道德行为获利的方式，让道

德成为可以被接受的，但在庄子看来，这种利益操纵正好投合了人心对利益感兴趣的弱点，

把人心吸引到了利益争夺之上，从而引致了更大的不道德。 

而且说明邪，是淫于色也；说聪邪，是淫于声也；说仁邪，是乱于德也；说义邪，

是悖于理也；说礼邪，是相于技也；说乐邪，是相于淫也；说圣邪，是相于艺也；说知

邪，是相于疵也。天下将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将不安其性命

之情，之八者，乃始脔卷 囊而乱天下也。（《在宥》） 

庄子分析了“明”、“聪”、“仁”、“义”、“礼”、“乐”、“圣”、“知”八种诱惑人心的精神活动，

这八种精神活动的弊端是很明显的：人们喜欢视力好，但是视力好了人心将被色彩所迷乱；

喜欢好的听力，但是听力好了人心将被声音所迷乱；提倡仁爱，但是人的德性将被仁爱所迷

乱；提倡道义，但是道义所引发的是非是有悖于天理的；提倡礼仪，但是礼仪却引导人们注

重那些虚伪的技巧；喜欢音乐，但是音乐导致了淫逸的出现；喜欢多才多艺，却助长了伪装

的技艺的出现；喜欢智巧，但是智巧发展了却注重在挑剔别人的毛病。人们如果能保护好自

己的天性，那么这八种做法，有也可，无也可；人们如果不能安守自己的天性，那么这八种

做法，就会使人们放纵喧嚷、本性迷乱。 

庄子在这里重点说明精神活动对人心的反作用，提倡仁义最大的祸患是会使人丧乱本

性，违反天理。因为在庄子看来，人的自然德性无所谓爱憎，天理无所谓是非，而仁则有所

爱，义则分辨是非，因而是乱德悖理的事。庄子说到这些诱惑的时候，他当然不是让我们跟

随这些诱惑随波逐流，他是提醒我们在考虑道德问题的时候，必须考虑到诱惑的副作用，考

虑到儒家以某种利益吸引人行仁行义的道德教育方法所带来的弊端。同时也要注意到这种方

法不是长久之计，因为，在利益的吸引之下，人们可能很快趋向道德；但是一旦失去利益的

吸引，人们也会马上抛弃道德，来的有多快，去的就有多快。 

（二）对儒家道德教育撄乱人心的批评 



庄子在《在宥》篇描述了儒家道德教育方法撄乱人心的事实。 

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尧、舜于是乎股无胈，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愁其            

五藏以为仁义，矜其血气以规法度。然犹有不胜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骇矣。下

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毕起。于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诞信相

讥，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烂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于是乎斤锯制

焉，绳墨杀焉，椎凿决焉。天下脊脊大乱，罪在撄人心。（《在宥》） 

从黄帝提倡仁义开始，人心就不断被撄乱，以至于造成了天下大乱的局面。从前尧治理天下

的时候，使天下每个人都因为尧的仁爱之性而快乐无比，这就不是淡泊名利了；桀治理天下

的时候，使天下每个人都因为桀的残酷之性而痛苦不堪，这就不愉快了。这样人们的内心就

有了大喜大怒，人们的内心就不再平静。这种内心的不平静，正是道德败坏的根源。 

人大喜邪，毗于阳；大怒邪，毗于阴。阴阳并毗，四时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

伤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处无常，思虑不自得，中道不成章。于是乎天下始乔诘

卓鸷，而后有盗跖、曾、史之行。故举天下以赏其善者不足，举天下以罚其恶者不给。

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赏罚。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终以赏罚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在宥》） 

人过于快乐，就会伤害阳气；过于愤怒，就会伤害阴气。阴阳二气都被伤害了，这样又反过

来伤害了人的身体，使人喜怒无常，行为失度，于是天下的人们便心中不平，行为暴虐，然

后就会出现盗跖、曾史这一类人的行为。结果用尽天下所有的力量来鼓励人们行善也嫌不足，

用尽天下所有的力量来惩戒人们行恶也嫌不够，因而天下虽然很大仍不足以用来赏善罚恶。

自从夏商周三代以来，统治者始终是忙忙碌碌地把赏善罚恶作为当政之急务，他们哪里还顾

得上去安顿、恢复人们的天性呢!不是人的本性出了问题，而是圣人多事，引起人们大喜大

怒的结果。人心一旦被撩拨起来，就难以恢复平静，从此天下不得安宁，采取任何的道德教

化与惩戒都无法挽回局面了。 

对庄子所作出的儒家的伦理规范撄人心的这种判断，《吕氏春秋·察微》有一个很好的

例证。 

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

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

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

溺者矣。”孔子见之以细，观化远也。 

从这两个案例可以看出孔子把对道德行为的奖励看作道德教化的一个重要途径或方法。

但在庄子看来，这种奖励真正的危害是导致人们对奖励的兴趣，在物质奖励的诱惑之下，人

们做事的目标将是物质、金钱，而不是道德行为本身，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是这种

目标的变化毁坏了道德。在奖励的激励下，人们把目标放在赎金上，赎人的行为就可能发生

变异，这种变异可能导致两种行为的出现，一是可能出现假冒的赎人行为；二是可能出现赎



金的以少报多，用少量的付出换取大的回报。这就是对人心之中恶的东西的“撄”所引发的

可能后果。 

针对人心易被撄乱的事实，庄子提出的警告就是：“女慎，无撄人心。”（《在宥》）在《庚

桑楚》篇庄子说到至人的美德，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用人事、外物和利害撄乱人心。

“夫至人者，相与交食乎地而交乐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撄，不相与为怪，不相与为谋，不

相与为事，翛然而往，侗然而来。是谓卫生之经已。”（《庚桑楚》）《徐无鬼》篇也有遵循自

然之道不以物撄乱人心的话，“吾与之乘天地之诚而不以物与之相撄，吾与之一委蛇而不与

之为事所宜。”（《徐无鬼》） 

总之，庄子把道德解释成自然而然的东西，并由此出发希望从根源上去除人类之恶，重

建道德基础。在理论上，他把人道德的堕落归因于人对自然本性的破坏，要解决人的道德堕

落问题，重要的一条就是纠正对道德和道德规范的刻意追求、道德行为背后所隐含的功利性

目的以及儒家所推行的以奖励为出发点的道德教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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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zu considers that morality is spontaneous. In this sense, he hopes to get rid of 
human’s evils back to root, and re-establish moral base. Punctilious morality, utilitarian morality 
and the incorrect methods of moral education advocated by confucianist can cause the moral 
problems. Based on this kind of attributive analysis, the solution about the degenerate problems in 
morality can be figuered out, the fundamental one of which is that getting rid of various desire, 
moral knowledge and moral norms which can ruin human’s natural instin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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